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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自然灾害治理主体协同机制创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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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业自然灾害的有效治理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团体等多元主体的有效协同。当前我国农业自然灾害治

理主体协调意愿不强、各类治理主体的目标和行为失谐、灾害信息失真和治理主体间沟通不畅成为有效协同治理

困难的症结。因此，化解协同治理难应围绕“协同意愿、共同目标、信息沟通”，加强政府主导能力建设、建立

利益整合机制，升级农业自然灾害信息管理系统，创新农业自然灾害治理主体协同机制，为农业自然灾害协同治

理提供理念、组织、信息多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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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chanism innovation of the coordination of  

agricultural natural disaster governance subjects 

PENG Chuhan, WU Songjiang* 

(College of Public Management & Law,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The severe situation of natural disaster governance in agriculture requir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effectively 
synergistic governance system of government, society and market. At present, China’s singl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natural disasters governance system with the government as the main body, the structural conflicts of the interests of 
multiple participants, and the technical obstacles to the coordination of governance subjects restricts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subjects in varying degrees. In order to fully integrate the power of government, market and society to deal with 
agricultural natural disasters, it is necessary to reform the “closed” governance system, strengthen the government’s 
leading ability in coordinated actions, provide institutional incentives for the participation of society and market in 
collaboration, and optimize agricultural vulnerability monitoring and natural disaster information systems around the 
“collaborative willingness, common goals, an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other synergistic basic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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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我国农业自然灾害越来越明显地呈现

出类型多样、爆发频率持续增高、灾情形势复杂多

变、破坏力不断扩大等特点，已经成为世界上受灾

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据报道，2013~2016 年，我
国平均每年农作物受灾面积 26050.8 千公顷，因灾
损失粮食超过当年粮食总产量的 10%。仅 2016年，
全国农作物受灾面积 26220.7 千公顷，占农作物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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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种面积的 15.73%，其中绝收 2902.7 千公顷，占
农作物总受灾面积的 11.07%，各类农业自然灾害受
灾人次共约 1.9亿，直接经济损失达 5032.9亿元[1]。

可见，农业自然灾害已成为威胁国家粮食安全与经

济发展的重大风险源。如何构建有效的农业自然灾

害应对体系，提高灾害风险防范能力已成为当前社

会治理中非常紧迫的问题。 
农业自然灾害的有效治理涉及农学、生物、植

物保护、气象、土壤、工程、力学、管理等众多科

学领域，即使是政府这种具有强大社会动员能力的

权威性组织，其治理能力也难以满足多元化与复杂

化的治理需求[2]。因此，充分发挥政府、企业、社

会团体等多元主体的优势，建立多元主体协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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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成为有效治理农业自然灾害的重大课题。 

学界对自然灾害治理主体协同的研究虽然相

对薄弱，但自 2008 年汶川大地震以来相关研究逐

渐增多。范一大[3]认为构建协同治理信息系统有利

于灾害治理过程中资源与信息的沟通；袁敬强[4]针

对洪水灾害提出必须构建“以堵为主、排堵结合、

分区治理、动态施工”的协同治理技术体系；李云

新[5]认为我国自然灾害协同治理具有典型的官僚组

织同构特征，社会力量参与还是一种偶发式的治理

模式；朱清海[6]、邢宇宙[7]等则提出要从互信沟通、

资源整合、协调联动、社会力量培育等层面来构建

包含政府、企业与社会团体的协同机制来解决灾害

治理效率不高的问题。 

初步的文献梳理表明，学界的研究大都是探讨

自然灾害治理问题，虽然一些学者分析了一般自然

灾害治理的多元主体间的协同问题，并提出了有效

治理自然灾害协同机制的构想，但专门就农业自然

灾害协同治理的研究文献还不多见。鉴此，本研究

拟基于农业自然灾害及其治理的特点，分析政府、

企业与社会团体间有效协同的症结，并提出主体协

同治理机制创新策略。 

二、农业自然灾害协同治理难的症结分析 

自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进入 21世

纪以来，根据我国社会管理实践的新形势，中共中

央党和国务院就不断强调要构建社会治理协同机

制。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立

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

的社会管理机制和工作格局。2016年国务院发布的

《国家综合防灾减灾规划（2016-2020 年）》较为

明确地阐述了自然灾害治理主体协同问题，指出要

积极引入市场力量参与灾害治理，引导和支持社会

力量参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但随着市场经济条件

下利益的日益多元化，在我国农业自然灾害治理实

践中，参与治理的主体在地方利益、部门利益等的

裹胁下，面对灾情复杂、破坏力大的各类农业自然

灾害却难以实现有效协同，更多的是体现出“铁路

警察，各管一段”的姿态，无法满足公众越来越高

的期望。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协同困难，是因为

在农业自然灾害治理中存在以下“症结”。 
1．治理主体众多而协同意愿不强 
目前我国农业自然灾害治理的主体一般包括

政府、企业，以及红十字会、专业协会等社会团体。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重大农业自然灾害

治理一般涉及的中央政府部门有国家防汛抗旱总

指挥部、发改委、国家减灾委、农业农村部、国土

资源部、工信部、交通运输部，以及国家海洋局、

林业局、地震局，通讯、城市建设等诸多部门。参

与灾害治理的社会团体一般有中国红十字会、农学

会和相关行业（专业）协会、科研院所，参与治理

的企业类主体以保险公司为主，当下越来越多的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自然灾害

治理中。显然，参与农业自然灾害治理的主体众多，

主体参与治理的积极性、有效性与协调度往往取决

于政府的主导能力有效发挥。但一方面因涉及灾害

治理的多个政府主要部门间权责不清、职责不明，

政府内部各部门或因职责重叠和缺位而难以形成

合力，或因灾害治理责任交叉和“碎片化”而缺乏

治理动力；另一方面又因传统治理理念根深蒂固，

政府部门及其公务员要么不屑于其他主体的主动

参与治理，要么不善于调动其他主体的积极性，而

国家和地方又无相应法律对参与农业自然灾害治

理的各主体职责、行为进行明确界定与规制，导致

各类主体参与灾害协同治理意愿不强。 
2．各类治理主体的目标和行为失谐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参与农业自然灾

害治理的各个主体既有自身固有的利益目标，也有

与灾害治理相关的公共价值目标。在灾害治理过程

中，具有治理优势与参与意愿的不同主体会因其各

自目标价值与利益动机不一而诱发多方面的权益

新博弈，最终会形成“合成谬误”，即各主体的“理

性”决策而造成 “集体非理性”行为，导致协同

治理低效、失败和治理资源浪费。 
企业虽然基于企业伦理和社会责任而参与农

业自然灾害治理和救助，但也会因其对成本效益的

权衡而理性选择其参与的方式、程度甚至具体行

为。例如，就农业保险公司来说，由于农业自然灾

害发生具不确定性、灾害损失的不可控性，以及灾

害影响在时间上的延展性、空间上的扩散性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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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其保险费率难以确定。因此，农业保险因赔付

率长期居高不下，在没有政府政策干预时，保险公

司会便会基于难以盈利或盈利具有不确定性而缺

乏开展农业自然灾害保险和理赔等灾害协同治理

的动力。 
此外，一些带有典型“俱乐部”特性的社会团

体，其参与灾民救助、灾害治理等行为主要是出于

公益心或者纯粹的道德自觉。它们大多是依靠自身

社会资源，通过建立联络平台来搜集救助物资、技

术等参与灾民救助和灾害治理，其行为可持续性是

以其道德自觉，以及各种社会救助物资、技术等可

持续为前提的。如果某一前提条件丧失，这些社会

团体参与灾害治理就有可能难以为继而变成为一

种临时性行为。 
农业自然灾害治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生态

治理问题。生态环境是以地理、人文、气象、植被

等形成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生态治理需要不

同层级、地域的政府组织协同行动才能完成。农业

自然灾害具有较强的自然地理区域性特征，而现有

灾害治理普遍是按行政区划和属地管控原则确定

工作职责。这就意味着对于不同类型、灾情不一的

农业自然灾害及其次生灾害治理需求与各级各类

政府部门的既定权责并不一定契合。由于政府是一

个由纵向各个科层组织与横向众多部门组成的纵

横交错体系，在利益结构错综复杂的灾害治理这样

一个系统工程中，各组织、部门间的利益冲突在所

难免。一些政府主管部门很有可能基于地方或部门

利益而难以在灾害治理中有效协同。 
3．治理信息失真和主体间沟通不畅 
协同学说创始人 H·哈肯认为，协同效应源于

各主体之间的高度协调。显然，这只有通过充分的

信息交流和共享才可能实现，信息是协同赖以产生

的关键要素[8]。农业自然灾害类型多样、生发机理

复杂，因而灾害信息也呈现出来源和结构多样、灾

情变化不定、深度信息有限、传播渠道难以把控等

特征。特别是农业气象灾害、地质地震类灾害发生

时程短、破坏力强、波及速度快，要快速准确全面

地掌握灾害信息，必须建立高度灵敏的信息共享机

制。我国层级控制的纵向灾害信息传递机制、“条

块”分割的灾害信息管理系统、以及建设和管理不

规范的信息服务平台制约了主体有效协同的实现。 

一是层级控制的纵向灾害信息传递机制容易

导致信息失真。由国务院颁发并于 2010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的《自然灾害救助条例》规定，自然灾害

救助工作实行政府负责制。与此相适应，自然灾害

信息交流体制、机制也是建立在各级政府分级负责

基础上，是一种以垂直信息流为主的信息沟通模

式，即灾情信息由乡村灾害信息监测站点逐级向上

汇报，上层组织的决策信息也逐级下传到基层组

织。在环境稳定、信息简单的情况下，这种信息传

递机制是有效的，但在突发重大自然灾害时，因时

间极其有限，且灾情很不稳定，加之层级控制天然

存在信息过滤的可能性，下级组织就可能基于自身

利益瞒报、谎报、漏报、错报某方面的信息，弱化

危害程度、放大成绩，导致信息失真和传递延误，

无以达到农业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和有效协同治理

对信息及时性、准确性、真实性以及即时共享的根

本要求。 

二是“条块”分割的灾害信息管理系统不利于

多主体的信息整合、传递与共享有效实现。我国现

有的农业自然灾害信息系统主要是依据灾害类型

基于部门管理而建立的。从政府部门专业化角度而

言，这种“条块”分割可能有一定的必要性，但从

农业自然灾害综合治理角度来看，这种“条块”分

割忽略了农业自然灾害的复杂性，以及不同灾害类

型之间的关联性，不利于不同政府部门和参与灾害

治理的企业、社会团体等主体间的信息资源有效整

合、传递与共享。 

三是我国建设和管理不够规范的农业自然灾

害信息服务平台制约了协同治理的效能。目前我国

农业自然灾害信息系统平台建设没有统一的技术

标准，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大都根据自己的需求和认

知构建信息服务平台和传播系统[9]，基于明显的行

业或专业需要、部门利益本位，平台和系统相对独

立且高度封闭，集成性和兼容性较差，难以与其他

平台和系统有效对接。另外，信息平台和系统的技

术设计普遍比较简单，除信息的记录、收集、存储、

发布，以及简单的统计功能外，智能化与自动化的

分析研判、预测预警功能极不完善，难以满足众多

参与主体对农业自然灾害的高质量信息的需求，制

约了协同治理效能的提高。 



 
 

第 19 卷第 3 期       彭楚涵等 农业自然灾害治理主体协同机制创新论             75 

 

三、农业自然灾害主体协同治理机制创新 

社会系统学派认为，任何有效的协同系统都包

含三个基本要素：协同意愿、共同目标和信息沟通
[10]，其中任何一个要素的缺失都会形成严重的协同

障碍。因此，良好的自然灾害治理主体协同机制应

该是一种能政府与企业、社会团体等多元主体基于

协同意愿、共同目标、信息有效沟通和资源合理配

置的机制。这种机制既能确保政府在灾害治理中的

主导能力和权威性，又可充分调动其他主体参与积

极性、创造性。基于上述我国农业自然灾害协同治

理难的症结分析，笔者认为农业自然灾害协同治理

机制创新应从加强政府主导能力建设入手，建立利

益整合机制，搭建畅通便捷的信息平台，使各主体

从意愿、目标与行动上高度整合和有效协同。 
1．加强政府主导能力建设 
现代公共治理理论主张“小政府、大社会”，

政府的职能是掌舵而非划桨[11]，强调政府应强化主

导能力建设。我国农业自然灾害治理主体协同动力

缺失的症结之一就在于“大政府、小社会”封闭型

治理体制，因此，应按照“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

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

制”[12]的要求，不断加强政府在农业自然灾害协同

治理过程中的主导能力建设，充分发挥其权威性，

合理地利用其在灾害发生后有效应对紧急状态的

权能，注重提升政府在灾害治理中的政治领导力、

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政府要加强主导能力建设，一是必须更新治理

理念。领导者的作用在于“确定组织发展愿景与目

标，制定变革战略；联合群众，形成联盟；激励和

鼓舞”[13]。在农业自然灾害治理这一特殊的公共性

集体行动中，政府必须意识到自己是掌舵者、社会

力量推动者，以及为整合社会资源共同应对自然灾

害的服务者，重点应关注如何提高灾害治理的整体

效率，而不是包揽一切或事必躬亲。二是要善于主

导构建网络化的灾害治理组织体系[14]。其中关键是

根据灾害协同治理需要勇于打破既有的政府部门

分工体系，整合各灾害治理部门专业性优势资源，

建立起覆盖灾前预防预警、灾时应急处置与灾后恢

复重建全过程的的“综合型”治理体制。三是完善

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参与灾害治理的机制。在新公

共服务的时代，领导不应再被视为公共管理官员的

特权，而应当视作延伸到整个团体、组织或社会的

一种职能 [15]。政府在灾害治理中的效能，不仅仅

在于自身付出了多少努力，更在于其调动其他社会

力量、整合全社会资源共同应对灾害的效能。因此，

政府必须从政策制度、公共财政、社会管理等多维

度为社会力量提供成长的空间，提高其参与自然灾

害协同治理的效能。 
2．建立多元利益整合机制 
动力机制是协同系统存续的基础。持续有效的

协同治理有赖有源源不断的动力，而利益是参与农

业自然灾害协同治理各社会主体的重要动力源泉。

各个参与灾害治理的主体基于自身的利益诉求，难

免会与其他主体和救助对象相互连接、彼此影响，

产生大小、方向和基点各不相同的作用力。政府作

为灾害治理主体协同结构的主导者，应基于协同治

理的共同愿景，透过政策和制度安排，构建各类主

体间利益整合机制，协调与平衡其利益关系，以强

化不同主体的相互协同及合作[16]。 
农业自然灾害协同治理中的利益整合关键和

核心是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耦合。灾害治理主体

的整体利益是众多参与主体在利益上求同存异的

结果，是各主体的最大公约数，但这并不说明这个

最大公约数利益与主体自身利益一定具有一致性。

政府应充分肯定各参与主体自身的正当利益 [17]，

形成共识前提下，通过政府的法律法规或管制措施

等公共性程序把各参与主体的多元利益结构导向

灾害治理的整体核心价值上来，保证协同治理的可

持续性。 
基于社会团体在参与灾害治理主要考虑其形

象、声望等自身利益和可持续的运行的经费、条件

保障等。政府可以采取给予宣传、荣誉、条件保障

等柔性激励手段，促使这类主体增强社会责任感，

激发其参与灾害救助的积极性[18]。同时也可根据实

际情况，出台一些保证社会团体收入来源空间与渠

道的政策措施，如实施支持参与灾害治理主体的财

政补贴计划，允许它们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通过提

供社会服务收取费用、接受企业与个人捐款、会员

缴费、获取各类基金会及其他社会赞助等方式解决

组织运行的经费不足等问题。 
对于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如参与抗灾物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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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与流通企业、实施灾后救助的农业保险公司等，

政府则可以制定一些扶持性政策，如减免企业税

收、财政性补贴等优惠政策措施，弥补其成本，保

证其一定的利润空间。另外，政府还可引导成立类

似于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的合作性实体，或把农业

灾害保险作为一种政策性保险，引导市场资源参与

到农业自然灾害补偿救助中来。 
3．升级灾害信息管理系统 
首先，政府应根据不同类型农业自然灾害特征

制定统一的信息服务标准，搭建高度共享的灾害信

息服务平台，破除处于不同时空领域治理主体间的

地理和组织壁垒，促进信息有效互动交流。国家农

业农村部应建立专门的农业自然灾害综合性信息

服务系统，并与各类农业灾害信息系统，包括省、

县（市）级政府农业部门灾害信息管理系统连通，

形成纵向贯通、横向互联、信息共享，综合性与专

业化兼顾的农业自然灾害信息服务平台及其体系。 
其次，要大力开发与应用新的信息技术，确保

灾害信息的及时获取与全面、精确分析。包括利用

现代大数据技术、互联网、遥感（RS）、地理信息
系统（GIS）、全球定位系统（GPS）等现代技术
手段来监测农业地质类灾害；基于物联网、大数据

技术、卫星通信网络，以及气象数据高性能计算技

术、气象图形图像显示技术、气象数据处理技术、

气象信息系统集成技术，建立农业气象灾害防治智

能系统，为准确监测和协同治理农业气象灾害提供

便利。 
最后，要完善农业自然灾害信息社会发布系统。

社会公众、市场主体对农业自然灾害信息的需求不

一。对公众而言，主要是满足知情权，以及如何避

免灾害损失，对企业、社会团体而言，除知情、避

灾减与轻损失外，还需要为其参与治理行动提供决

策参考。因此，需要根据不同的对象确定发布信息

的重点内容与流程，并建立多元化的信息发布渠道，

满足社会公众、市场主体对灾害信息的有效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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